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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趋同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认识既有研究的总体格局，

寻找亟待弥补的理论缺口。建立分析框架发现了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从作用机制看，强制性、规范

性和模仿性三重制度压力解释了履责中的“被动模仿”，而对竞争优势的追求解释了履责中的“主动选

择”。第二，从边界条件看，企业自身、群体内部以及外部环境三类因素会对企业履责的同群影响产生

显著调节作用。第三，从结果看，群体影响下企业履责行为可能有助于企业当期和未来价值的提升，但

也可能导致社会责任的整体产出偏离最优水平。基于这些结果，梳理出了五个有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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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vid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peer imitation and group isomorphism of corpo-
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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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gap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urgently. Three aspects of conclusions were found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established.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s, the 
coercive, normative and mimetic pressure explain why companies “passively” imitate each other, 
while the pursuit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plains why companies “actively” choose to take cor-
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conditions, factors from 
companies, groups and the society will have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eer influence of 
corpora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irdly, as for the results, the group isomorphism 
ma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urrent and future value of the companies, but may cause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deviate from the ideal level. Based on these re-
sult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iv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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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约翰.M.克拉克教授首次提出以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这一概念的

演化已逾百年。在纷繁复杂的管理实践和日新月异的学术研究共同推动之下，企业社会责任所覆盖的领

域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特征，其内涵和边界也变得日益模糊，即出现了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丛林”

[1]。然而概念的泛化非但没有降低企业社会责任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反而削减了其传播成本。尤

其是伴随着近年来国内数字科技和网络媒体的日益发达，企业社会责任在公众话语体系里逐渐演变成为

一个在各方面意义上都颇具“劫富济贫”色彩的文化符号。如 2008 年汶川地震中对万科集团的“逼捐”

事件，2021 年河南水灾期间对华为捐赠细节的“网络讨伐”，都反映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下，

外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求表现出日益“刚性化”的趋势。 
除了公众的压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往往还面临来自同地区、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威胁——这是

因为履责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如良好声誉，向外界发送积极信号，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等[2] [3]。对企

业来说，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行动具备一定的竞争和战略属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并非完全出于利他动机，也可能源自利己的实际需求[4]。 

那么在社会公众和竞争对手的双重压力面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模式是怎样的？它会对同地

区和同行业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不少研究者以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趋同为切入点，审视

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捐赠数额、精准扶贫这些行为背后的群体一致性特征，并试图运用制度理论、信

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对它进行解释[5]-[8]。这些学术实践所覆盖的社会责任

议题较广，重点关注了 CSR 履行中群体一致性行为出现的原因而非结果，且在机制检验、调节变量选择

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提供了大量建设性的观点。但由于综述性研究的缺位，它们在从多个角度提供

大量启发性结论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得人们对企业履责同构现象的理解停留在某个特定的理论背景，呈

现出“盲人摸象”的特征。 
系统性梳理的匮乏，不但不利于研究者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背后的群体一致性行为时，剥离种

种现象的桎梏直达理论内核，而且不利于学术界对既有研究的总体格局形成综合性认识，从而找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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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填补的理论缺口。考虑到这种现状，本文试图在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对过去数十年中积累的

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以期为未来的理论探索提供绵薄之力。 

2. 群体影响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无数的现实经验表明，组织因遵从外部环境的要求而在某些地方变得相似。以国内企业为例，诸多

实证研究显示：处于同一群体内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并购决策、研发投入以及高管薪酬设置等领域

都存在相互模仿的情况[9]-[12]。而就其他国家商业性组织的具体实践来看，组织间模仿及其导致的群体

趋同也有充分的依据可循。比如 Daniel 和 Kathy 对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下属运动队的社区公益行为进

行了持续性追踪，他们发现每支队伍的慈善投入都会受同联盟下其它队伍投入水平的影响[13]。由此亦可

见，对营利性组织来说，群体内其他组织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活动中，也延伸到了社会活动领域。 
群体影响营利组织社会活动的表现之一，便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会受到群体内其他企业的影响。以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例，沈洪涛和苏亮德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存在同构性[5]。
而陈仕华和马超对汶川地震捐款数据的研究则显示，处于同一高管网络的公司在捐赠决策上会相互参照

[8]。另外，有研究表明同群效应不只存在于企业回应外部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行为，同样适用于其满足内

部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情形。比如 Rind 等人指出美国企业在制定员工福利计划时会显著地受到同行企业的

影响，且这种影响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和研发创新[14]。 
有必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群体这一概念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既有文献里，地区和行业被视作划

分企业群体的最常见指标。在 Marquis 等人的眼中，同地区、同行业企业面临相似的制度环境，是“制

度对等”的(Institutional Equivalent) [15]。除此之外，政治关联[16]，董事网络[17]，战略群组[18]，互惠

基金身份[19]等也被用于划分企业群体。这种划分标准的多元化现象说明：尽管地理距离和行业关联在判

断企业远近亲疏时不可或缺，对同群企业的划分却没有严格定式，更多遵从于所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

其背后隐藏的一个关键性事实是：同一家企业会同时身处多个群体之中，其受到的群体影响也来自多个

方面。后文将提到，多个群体的影响会使企业决策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群体影响下，企业履责决策往往呈现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基于频率的模仿”[20]，即企业会倾向

于将 CSR 投入控制在群体平均水平，以保证和其他企业在“最低受托标准”上相一致[21]。比如 Tang
等人发现中国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与群体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的均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2]。又如

文雯等人指出的那样，国内企业在精准扶贫领域的投入会受到行业平均水平的正向影响[7]。第二种则是

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向群体领先者看齐，即“基于特征的模仿”[20]。以杨艳和龚凡的研究为例，他们认为

在行业竞争强度较大的条件下，大企业倾向于在履行 CSR 时模仿这个领域的行业领先者[18]。而无论频

率模仿还是特征模仿，其结果都将导致群体内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趋于一致，有学者将之形象地描

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染”[23]-[25]。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现象又常被称为“近朱者赤”。考虑到

类似结论广泛出现在了国外学者对本国企业的行为分析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模仿和群体趋同

绝非一种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性公司治理议题[14] [26]-[28]。 
问题在于，企业间模仿行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频率模仿和特征模仿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互动关系。 

3. 对模仿行为的机制解释 

在解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模仿行为时，过去的文献虽然在概念界定和假设推理上有所差别，但

基本没有脱离制度理论和竞争理论两大分析框架。虽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学习理论、信息不对称

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来丰富对履责模仿行为的解读，但最终还是归于合法性、竞争性这两大主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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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制度理论的解释：合法性的要求 

在解释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制度理论的身影无处不在。所谓制度，是一种“人为设定的游戏规则”

[29]，或者“受规章、规范及认知体系制约的结构和活动，这些结构和活动使社会趋于稳定，使社会行为

产生意义”[30]。各种制度可以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大类。其中，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和规则等内

容，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文化和道德规范等内容。通过强制性(Coerc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模仿性

(Mimetic)三种压力，制度影响并塑造着企业行为[31]。强制性压力来源于企业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对其行为

的规制和调节，它一方面表现在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社会公众对企业运作的

某些期待。规范性压力则来自于企业专业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有关商业活动的规则、价值观、假设

和信念的扩散，常常表现为企业会遵循某地区、某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成文规范。模仿性压力源于信

息不对称问题。为了在外部信息模糊的情况下以最小成本做出较为稳健的决策，企业会有意识地模仿同

群企业的行为。上述三种制度压力是的结果是导致组织趋同(Isomorphism) [31]。 
是否妥当地处理三种制度压力、满足制度要求，决定了企业能否拥有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合法性”。

对于合法性概念，Suchman 曾做出如下经典定义：“在特定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等社会化建构的系统

内部，对行动是否合乎期望的一般认识和假定[32]。”既有文献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模仿现象进行

解释时，也大多从合法性角度出发。就强制性压力来说，除了政府政策的要求之外，社会公众对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33]。就规范性压力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各种形式披露社会责

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履行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一种行业规范。从模仿性压力来看，企业在多变的商

业气候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中，面临履责成本和履责收益的权衡这一现实问题，往往难以确定履行社会责

任的“最佳实践”[22] [34] [35]。这种情况下，模仿多数企业的努力水平，除了能达到公众的普遍期望以

外[36]，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经理人能力的不足[6]。上述三种压力促使企业群体在履行社会责任时

表现出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趋同，并且制度压力的大小会决定模仿行为的强度和群体趋同的程度。后文

中对群体影响边界条件的探讨也是基于这种观点展开的。 
但是，仅仅用对合法性的追求解释履责同构会模糊企业背后的主观动因[35]。比如部分企业为了自身

声誉和向外界发送良好信号会选择“应试性履责”，甚至将履责结果同履责行为相分离，仅仅在“仪式

上”遵从制度环境[37]。这些事实说明，企业履责中的模仿行为不仅是对制度压力的被动回应，也可能是

追求其他方面利益的主动选择。 

3.2. 竞争理论的解释：寻求竞争优势 

过去的研究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寻求其他方面的好处。以慈善捐赠为例，高勇强等

人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一种实施差异化战略、掩盖自身经营问题、应对工会压力的手段[38]。
而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慈善捐赠能够成为企业取悦政府的一种“政治献金”[39] [40]。李四海等人将这

种现象概括为企业履责中的寻租行为[41]。这种寻租倾向不但适用于盈利企业，而且适用于亏损企业[42]。 
就更积极的一面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投资。对企业履责和财务绩效的

相关性分析显示，在特定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降低[43]。还有

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创造良好声誉，并向外界发送有关自身经营的积极信号[2]。如果把

目光放得更长远，人们会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改善竞争环境、构建竞争优势最具性价比的举措，因

而履责具备很强的战略属性[3] [4]。 
履责能够创造竞争优势，这一点解释了为何面临合法性压力的企业会在CSR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投入，

而不仅仅是在仪式上追求社会的认可；也解释了为何部分企业的投入与其所受的制度压力大小并不相符。

与制度理论下的模仿性压力不同，竞争理论认为尽管为了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企业可能会模仿群体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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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个体的履责行为，但模仿的对象取决于市场竞争的实际需要。根据自身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和市场竞争

地位的判断，企业会采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模仿同类组织的做法，而并非盲目地跟从群体中的领先者

或是多数人[44]。这既是履责中频率模仿和特征模仿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群体内的原因，也是理解企业规

模、财务绩效、股权性质、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对群体影响的强度产生调节作用的关键。 

4. 同群影响的边界条件 

关于企业履责同群影响的边界条件，本文立足于前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从企业、群体和社会三个层

次梳理了群体影响的调节因素。企业层因素主要有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两大类，群体层因素体现在联系

的紧密度和竞争强度，社会层因素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市场竞争和信息不确定等造成的外部压力。这之

中，部分相同的因素经过实证检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反映出部分条件所具有的争议性。 

4.1. 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4.1.1. 企业规模 
既有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对群体影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也即企业规模越大，群体影响越明显。这是因

为大企业更容易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在履责时往往被寄予更多的期待，因此面临更强的制度压力[45]，
这加剧了他们模仿同群企业行为的倾向。不过有关大企业履责背后的竞争性因素，相关探讨不够充分。 

4.1.2. 股权性质 
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在信息搜集、资源获取、公众关注度、政策约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

业由于官员升迁压力、政府政策等，面临的履责压力较高[23]。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保护等因素，国有

企业面临的群体内竞争压力较小，履责往往更多服务于政治目的[46]。前一种解释中，国有企业在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时更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后一种则引致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4.1.3.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企业支配资源的多寡和风险抵御本领的强弱。财务绩效出色的企业不仅在探

索“最佳的履责水平”时拥有更多的容错空间[34]，而且在通过履责构建竞争优势方面要求较低。这种特

点使它们在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决策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不易受到群体影响。 

4.1.4. 市场地位 
市场地位体现了企业竞争实力和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反映了其处理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成熟程度。

王新成和李垣认为，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可以有效抵抗群体内其它企业

的履责同构压力[47]。但张群祥和潘奇认为，由于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面临更小的竞争压力，所以无需通

过模仿其它企业的履责决策来打造良好声誉、优化外在形象，因而受到的群体影响较小[48]。二者通过实

证检验得出了完全相左的结论。 

4.1.5. 治理结构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CEO 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9]。是否拥有主导权，决定了

CEO 在履行 CSR 时是否表现得更为积极，也决定了组织对外制度压力的理解和应对[50]。采用这种思路，

张慧和黄群慧发现 CEO 是否拥有主导权对三种制度压力下的同群影响存在差异。主导性 CEO 对于由强

制性和规范性压力引发的同群影响起到的是正向调节作用，而对模仿性压力引发的同群影响起到的是负

向调节作用[51]。但对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们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理论解释。 
以上企业层面的边界条件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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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level of corporation 
表 1. 企业层面上的边界条件 

因素类型 影响方式 出处 

企业规模 群体影响对大企业更明显 Marquis et al., 2016 [15] 
Zou et al., 2018 [24] 

股权性质 
群体影响对非国有企业更明显 贾明和张喆，2010 [16] 

谢乔昕等，2021 [52] 

群体影响对国有企业更明显 刘柏和卢家锐，2018 [23] 
俞毛毛和钱金娥，2022 [53] 

财务状况 群体影响对盈利能力差，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更明显 文雯等，2021 [7] 
Marquis et al., 2016 [15] 

市场地位 
群体影响对市场地位低的企业更明显 王新成和李垣，2020 [47] 

群体影响对市场地位高的企业更明显 张群祥和潘奇，2016 [48] 

治理结构 群体影响对 CEO 在管理层中的主导权强的企业有影响 张慧和黄群慧，2022 [51] 

4.2. 群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4.2.1. 地理距离 
王新成等人认为，对于企业的竞争者和合作者，地理距离在同群影响上会产生不同的调节路径[47]。

合作者之间需要保持战略匹配，以维持合作关系稳定和保证合作绩效。由于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加剧信息

不对称的程度和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同合作企业加强其它方面的合作以维持社交合法性(比如

捐赠)。这种情况下，企业履责受到的合作者影响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竞争者的影响之所以会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是因为随着地理距离变远，企业感受到的竞争压力下降，同时由于信息不

确定性的增加，模仿竞争者的难度随之上升。 

4.2.2. 竞争强度 
根据前文的分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竞争强度越大，企业越有可

能模仿多数企业的履责决策，以求以尽可能少的信息搜集成本避免竞争劣势。由于这种原因，群体影响

对面临市场竞争强度大的企业而言更明显。 
以上群体层面的边界条件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level of group 
表 2. 群体层面上的边界条件 

因素类型 影响方式 出处 

地理距离 合作者群体影响对地理距离远的企业更明显 
竞争者群体影响对地理距离近的企业更明显 王新成和李垣，2020 [47] 

竞争强度 群体影响对面临市场竞争强度大的企业更明显 文雯等，2021 [7] 
Rind et al., 2021 [14] 

4.3. 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 

4.3.1. 社会压力 
在既有研究中，社会压力由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期待造成。对企业履责的关注度和期待值越高，企业

所面临的制度压力(尤其是规范性压力)越强，企业越有可能模仿同群企业的履责行为，以期达到公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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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求[7]。 

4.3.2. 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之所以会对企业履责的群体影响产生调节作用，是因为它决定了企业是更多依据市场因

素还是非市场因素进行决策。赵均洪等人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决策中的非市场因素越少，企业

履责决策所需的信息搜寻成本越低，企业越可能进行自主决策而非模仿决策[54]。 

4.3.3. 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调节群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性和与利益相关者关系两个方面。与消费者

直接接触程度越高，企业为了获取其支持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越高，在对待履责行为上往往更加谨慎，

会避免盲目遵从其它企业的决策[48]。而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性越强，企业越能够与其达成信任关系，

所面临的制度压力越小，在履责中拥有越多的自由裁量权[48]。 

4.3.4. 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履责时的信息搜集成本。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责所需的信息

搜集成本越高，企业面对的模仿性压力越大，越倾向于模仿而非自主决策[7] [24]。 

4.3.5. 政治关联 
类似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在决策时更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往往

承受更强的制度压力，这将迫使他们做出模仿行为。然而不同于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目前并没有充分

的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群体对企业个体的影响。 
以上社会层面的边界条件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level of society 
表 3. 社会层面上的边界条件 

因素类型 影响方式 出处 

社会压力 群体影响对公众关注度高、期待值高的企业更明显 杨汉明和吴丹红，2015 [35] 
杨艳和龚凡，2019 [18] 

市场化程度 群体影响对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明显 赵均洪和顾锋，2022 [50] 

利益相关者 
群体影响对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性低的企业更明显 

张群祥和潘奇，2016 [48] 
群体影响对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性差的企业更明显 

环境稳定性 群体影响对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企业更明显 Zou et al., 2018 [24] 
文雯等，2021 [7] 

政治关联 群体影响对政治关联强的企业更明显 Wu et al., 2018 [25] 

5. 群体趋同的结果 

在对彼此的模仿中，企业变得更好了吗？这是理解群体趋同行为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一些实证分析

显示，受群体影响下的履责行为，有利于提升当期和未来的企业价值，且这种价值提升效应在行业竞争

性强、同群差异较小的条件下表现得更加明显[7] [55]。从改善财务状况的角度看，同群效应对履责企业

产生的影响包括短期和长期盈利能力的提升[26]，融资约束的缓解[6]等。不仅如此，Rind 等人认为，效

仿其他企业的履责行为还对企业自身研发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14]。不过履责中的群体趋同给企业带来的

好处也并非尽是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利他”特征会因群体影响的加剧而削弱，同群影响下的企业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8210


王瀚 

 

 

DOI: 10.12677/mm.2024.148210 1812 现代管理 
 

履责可能沦为管理者谋求私人利益的工具[17]。而因盲从其他企业履责行为所带来的投资负担增加，也可

能抵消履责产生的积极效果，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股价崩盘[53]。 
立足于这些讨论，本文试图关注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是，群体趋同对社会责任“产出”的影响。

McWilliams 和 Siegel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可以进行供需分析，并且存在一个“理想

状态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产出水平”，它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能够最大化履责主体的收益，从而实

现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的“双赢”[56]。然而真实情况是，特定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过量(比如捐赠和

志愿服务)，而特定领域的供给不足(比如污染防治、劳工权益保护)。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与企业履责中的模仿行为有关。或许群体趋同改善了企业履责的整体水平，但未必能使企业社会责任

的产出达到“最优”。如何利用模仿行为的特性，为群体影响下的企业履责提供一套激励相容的制度设

计，从而优化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6. 有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 

伴随着对模仿和趋同现象的探讨，本文逐渐为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群体性行为梳理出了一

个较为明晰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石，本文总结出了既有研究还不能充分解释的一些关键性议题。这

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研究者在深入探究企业履责的内部决策机制和外部竞争关系时，做出新的边际

贡献。 

6.1. 议题一：多重群体身份下的履责决策 

前文提到，现实中的同一家企业往往同时处在多个群体之中。换言之，企业拥有多重群体身份，其

受到的群体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然而尽管在过去的实证分析中，研究者们注意到了群体划分标准的多

元性，但大多只是将各种群体对企业履责的影响进行分类验证，对不同群体影响之间的内部关联，以及

这些影响如何共同决定企业的履责投入关注不足。人们不禁要问：多重群体身份会对企业履责决策产生

哪些影响？多重群体压力下，企业的履责决策机制是怎样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是基于群体压力的大小

的比较，还是基于履行社会责任的综合收益？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利于学术界走出从单一维度理解群体

内企业履责行为的怪圈，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群体影响下企业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6.2. 议题二：“先行者”的决策机制 

制度理论和竞争理论在解释企业履责中的模仿行为时，自始至终没有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

对群体多数的模仿，还是对群体领先者的模仿，都需要有一家企业在没有任何同群参照的情况下独立地

做出履责决策，它的决策机制与其它企业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即便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先行履责的

企业所拥有的决策信息总是不如后来者。或许竞争理论能部分地解释这些先行者的履责行为，却并不能

圆满地说明它们的决策是否受了到追随者的影响。群体中的领先者如何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

续研究必须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6.3. 议题三：履责中的竞争分析及博弈关系 

既有文献在分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创造的竞争优势时，大多还是以经济绩效为根本立足点，认

为履责背后是企业基于商业利益的竞争。但随着近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扩散以及共益企业和社会企业

的不断涌现，本文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履行社会责任本身，企业是否形成了实质性的竞争格局？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将在实质上成为完全刚性的绩效指标。顺着这种思路，同一

般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一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背后也将呈现出复杂的博弈关系——市场结构、履责的

先后顺序、企业间的合作串谋等因素就将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产出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将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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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心的模仿和同构问题置于一个更具系统性的解释框架下，促使研究者们借助其他理论工具提出更具

新颖性和启发性的见地。 

6.4. 议题四：重要概念的界定 

目前的文献在探讨企业履责中的群体影响时，对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较为模糊的。在这些研究

中，“群体同构–群体一致–群体趋同”“羊群效应–同群效应–传染效应”这些概念常常出现混用。

尽管它们都被用于说明“由于群体内其它企业的影响，目标企业与它们在履责上趋于一致”这一事实，

但就具体内涵来看，上述概念存在一定区别。以“羊群效应”和“同群效应”为例，虽然二者都描述了

信息不确定性下的群体行为一致性，但前者属于无意识行为，后者则是为了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的理性决

策[5]。本文认为，若要在未来构建更具规范性和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对上述概念进行系统性梳理并做出

清晰界定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 

6.5. 议题五：理论和实际的鸿沟 

在制度理论和竞争理论的支持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一致和群体趋同现象从学理上得到了

较为可靠的解答。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具备可操作性。以基于频率的模仿为例，

由于部分群体内社会责任信息的不完备性和相对滞后性(对非合作网络内的企业尤为如此)，将企业社会责

任投入控制在群体平均水平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背后的启示是，在未来，研究者们需要兼顾学理意义

上的可解释性和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通过更好地结合质性和量性研究成果，弥合理论与实际的鸿沟，

避免为解释同群影响而构建起的理论大厦成为不具备现实指导意义的“空中楼阁”。 

7. 总结与讨论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一致现象是公司治理和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本

文基于对过去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剖析。结果显示：第一，企业在履行社

会责任时会受到群体其它企业的影响，表现为企业间履责决策的相互模仿和群体内企业履责水平的趋于

一致。第二，上述现象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面临的制度压力和竞争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中，制

度压力侧重于解释企业的被动履责行为，认为模仿群体内其它个体的履责行为是企业在强制性、规范性

和竞争性三种压力下追求合法性的结果。而竞争压力注重于解释企业的主动履责行为。履行社会责任能

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并且企业会基于自身对制度环境和竞争地位的理解选择合适的模仿策略。第三，

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会受到企业自身、群体内部和社会整体三个层次因素的调节作用，部分因素的调

节作用仍存在争议。第四，履责中的个体模仿和群体趋同可能有利于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能导致企业境况的恶化。从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来说，群体趋同可能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产出偏

离社会最优。第五，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无法充分解释多重群体身份下的履责决策、“先行者”决策机制、

履责中的竞争分析及博弈关系等五个问题，它们指明了未来的边际贡献所在。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二。第一，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模仿和

群体趋同现象总结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第二，为后续研究梳理出了一些极具理论意义和探索

价值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笔者同时也试图指出，就群体影响个体决策这一较为宏大的命题来说，相关的

学术研究和理论成果汗牛充栋。仅从经济管理领域看，不同话题的实证文献在假设推理、实证分析、机

制检验以及调节变量设置上均存在较高的一致性，这或许意味着同群效应类研究客观上正在成为“低处

果实”(Low-Hanging Fruit)。为了在前人构建的理论大厦上取得一些新的建树，研究者们或许需要运用更

加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根源上为同群行为的产生开辟出全新的解释路径，才能“反哺”自身专业背景下

的具体实践，并推动所在学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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